
《花间集》 的诞生

———基于后蜀初年伎乐建设及 “诗客曲子词” 创作的考察

杨传庆

内容提要　 《花间集》 的编选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后蜀统治者的淫乐需求， 也不可认为其与南

朝 “宫体” 一脉相承。 若将 《花间集》 的诞生置于后蜀初年 （９３４—９４０） 这一较为精确的历

史坐标之中， 可以发现， 《花间集》 裒集的历史契机是由于乐曲沦散， 后蜀伎乐建设对新曲

词产生迫切的需求。 孟昶执政之初对前蜀王衍淫佚亡国的镜鉴， 是 《花间集叙》 批评南朝

“宫体” 与 “倡风” 以及 《花间集》 编选尚雅黜俗的背景语境。 唐季五代 “诗客” 词人并不

被动迎合乐曲， 而是敢于突破传统乐曲规定， 积极创制新调。 他们创作的声律谐婉、 歌词精

雅的 “诗客曲子词”， 强化了曲子词的文学性， 提升了艳词的审美层次， 满足了编选者对新

型歌词的需要。
关键词　 《花间集》 　 后蜀初年　 伎乐建设　 《花间集叙》 　 诗客曲子词

作为第一部文人曲子词总集， 《花间集》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宋陈振孙以之为 “近
世倚声填词之祖”①。 不过今人论及花间词的性质、 功用， 《花间集》 却无光辉形象可言。 或言其为

“香艳文学”②； 或以之为 “淫乐生活” 所需， 《花间集叙》 “理论上并没有新建树”③； 或因其专选香

艳纤巧的 “艳歌情词”， 而将其视为王衍 《烟华集》 的 “姊妹编”④。 前贤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强调其与

南朝 “宫体” 的相承关系⑤。 由于后蜀 （９３４—９６５） 文献史料的缺乏， 对 《花间集》 编纂的认识往往

只能联系前蜀 （９０７—９２５） 王衍 “溺于声乐” （《唐宋词通论》， 第 １７４ 页） 的笼统背景。 重要学者的

原初性论断是后续研究的基石， 但也可能带来认识上的定势， 因而有重加省思的必要。 关于 《花间

集》， 我们仍然要问： 后蜀初年裒集 《花间集》 的历史契机是什么？ 为什么 《花间集叙》 要针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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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第 １７６ 页）； 杨海明先生也说花间词 “上承南朝宫体诗之传统， 下扬晚唐五代之 ‘娼风’” （《唐宋词史》， 天津古

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１１８ 页）； 方智范、 邓乔彬等先生认为欧阳炯主张 “词应上承齐梁宫体， 下附里巷倡风” （《中

国词学批评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第 ２１ 页）。 其后学人多沿用这种说法， 如田安说： “ 《花间集·序》
认为， 选集证明成都朝廷风流雅致， 也说明蜀国朝廷承接了南朝宫廷的优雅之风。” （《缔造选本——— 〈花间集〉 的文

化语境和诗学实践》，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６ 页） 沈松勤 《花间词的规范体系及其词史意义》 一文从广义

“宫体” 及 “创作主体论” 角度立论， 认为花间词是 “宫体” 与 “娼风” 的交集， 别具精意覃思 （参见 《文学遗产》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按， 因学者们所据 《花间集》 底本不同， 故有 “倡风” “娼风” 之异。



朝 “宫体” 与 “倡风”？ 为什么此时能够编成 《花间集》 这样的 “诗客” 曲子词集？ 如果将 《花间

集》 置于后蜀初年 （９３４—９４０） 这一较为精确的历史坐标之中， 应该可以得出更为丰富与深入的认

识。

一　 后蜀初年的伎乐建设与 《花间集》 的裒集契机

后蜀明德元年 （９３４）， 孟知祥称帝半年即卒， 年仅十五岁的孟昶继位。 孟昶袭位之后， “颇勤于

政”， “孜孜求治， 与民休息”①。 后蜀初年， 是蜀地自然灾害高发期， 明德四年 （９３７） 春， 饥荒蔓

延， 米价疯涨。 广政元年 （９３８） 到广政五年 （９４２）， 蜀地地震六次， 其中广政元年地震 “屋柱皆

摇”②， 余震三日才止。 另有洪水灾害， 广政元年秋八月， 大水； 广政二年 （９３９）， 洪水肆虐成都， 冲

毁了孟氏祖庙。 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孟昶倍感惊惧， 也增加了政局的不稳定性。 因地震频发， 孟昶问大

臣： “顷年地频震， 此何祥也？” 臣对以 “强臣阴谋之事， 愿以为虑”。 而广政三年 （９４０） 六月， 妖尼

正是以 “地又数震， 此叛乱之兆” 蛊惑孙延应、 王彦洪作乱③。
面对自然灾害， 孟昶即位半年即颁劝农桑诏， “惠爱其人， 捐租五年”④； 同时加强集权， 与权臣

李仁罕等进行了激烈斗争， “即位数月， 执仁罕杀之， 并族其家”⑤。 此外， 孟昶惩治贪腐聚敛， 提倡

俭素， “褥无锦绣诸饰”⑥； 反对奢靡， 广政四年 （９４１） 五月作官箴颁行州郡， 中有 “下民易虐， 上

天难欺” “尔俸尔禄， 民膏民脂” 之语⑦。 经过数年的治理， 到广政二年， 在击溃来犯的后周军队之

后， 蜀中渐趋安定， “边陲无扰， 百姓丰肥”⑧。 可以说， 《花间集》 纂编的广政三年， 正是后蜀在政

治、 经济上积极图治， 而文化建设也将提上日程之时， 其中就包括歌舞伎乐的建设。
饶宗颐先生在论及 《花间集》 编选时说： “观孟昶暱于舞倡， 赵廷隐家养有伶人。 时教坊部头且

以俳优为乱， 《花间集》 之编成， 正为教坊歌舞演唱之用。”⑨ 尽管史料佚失造成后蜀初年教坊的记载

阙如， 但饶先生关于 《花间集》 为后蜀教坊建设服务的看法， 洵为不刊之论。 并且 《花间集》 在何种

条件下编选， 以及为何由赵崇祚担纲， 也仍然有值得推阐的空间。 饶先生之论涉及两条史料： 一为广

政三年 “正月上元， 观灯露台， 舞娼李艳娘有姿色， 召入宫， 赐其家钱十万”； 一为教坊部头孙延应，
“赵廷隐之优人， 以能选入教坊”⑩。 赵廷隐为赵崇祚之父， 后蜀重臣， 其家伶人被选入教坊且成为部

头， 表明宫廷教坊迫切需要乐舞人才。 由此观之， 赐钱将市井之李艳娘召入宫中， 也不能仅以孟昶狎

昵舞娼视之， 从当时现实来看， 由于教坊乐舞人才缺乏， 重建之时必须网罗舞姬乐工。
五代时期的战乱对音乐破坏极大， 乐工、 乐伎、 乐器、 乐曲最易流散或损毁， 即所谓世乱乐崩，

人亡音息。 后周王朴奏疏论及梁、 唐、 晋、 汉音乐时说 “乐之缺坏， 无甚于今”�I1， 此言并无夸大。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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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天福五年 （９４０） 石敬瑭朝会文、 武二舞以 “教坊伶人、 百工商贾、 州县避役之人”① 充入雅乐， 也

是迫不得已之举。 此类问题同样也会发生在后蜀身上。 与前蜀王建称帝之始即能以 “乐营为教坊”②

不同， 后蜀远不具备这一条件。 前蜀被后唐所灭， 李存勖 “好俳优， 又知音， 能度曲”③。 同光四年

（９２６） 春， “西川行营都监李廷安进西川乐官二百九十八人”④， 可见前蜀宫廷乐人离川数量之众， 这

也是晚唐以来蜀地音乐人才的一次大流失。 之后， 北宋 “平西川， 得一百三十九人”⑤。 比较前后出川

乐工数量， 可知经过近四十年的恢复， 后蜀乐工仍然无法与前蜀相比。 这也提醒我们， 在孟昶执政之

初， 甫经战火动荡， 后蜀伎乐乐工数量严重不足。
另外， 后蜀赵廷隐墓与前蜀王建墓伎乐俑所持乐器的差异， 也能帮助我们考察后蜀音乐相较于前

蜀的变化。 赵廷隐为后蜀开国元勋， “累迁至太师、 中书令、 宋王”⑥， 位极人臣。 赵卒于广政十三年

（９５０）， 时值后蜀盛时， 其墓葬可以反映后蜀宴飨的乐器编制。 据成都博物馆展示的赵廷隐墓出土的

二十七件乐舞伎俑， 包括花冠舞俑两件、 戏弄俑三件、 乐俑二十二件， 其中男乐俑两件， 女乐俑二十

件， 一女乐俑乐器遗失。 现将王建墓、 赵廷隐墓及宋初开封繁塔伎乐所用乐器及其数量⑦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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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器编制来看， 前、 后蜀及宋初宴飨之乐的性质均为龟兹乐。 与王建墓相比， 赵廷隐墓伎乐乐器减

少的有弹拨乐器竖箜篌、 筝， 吹奏乐器篪、 吹叶和贝， 打击乐器铜钹； 增加的乐器有方响与大鼓。 若

将赵廷隐墓伎乐乐器与 《旧唐书·音乐志》 《新唐书·礼乐志》 所载龟兹伎乐器相较， 其缺少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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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引原文献所定之名。



竖箜篌、 筝与铜钹、 贝①。 而宋初开封繁塔伎乐乐器同样缺少了乐舞表演中重要的伴奏乐器竖箜篌、 筝

与吹叶。 乐器种类的减少和伎乐队乐器数量的变化， 反映了乐人的流失与乐队结构的变化。 后蜀伎乐未

用铜钹， 而增加了方响作为打击乐器， 又将此前立部伎特有的大鼓添入， 体现了在前蜀伎乐流散之后乐

器编制上的调整， 也能反映后蜀之时坐、 立二部伎乐混处的现实②。 可以说， 后蜀初年面临着乐舞伎乐建

设上的诸多问题， 而乐曲之搜罗当是其中重要的方面。 当此之时， 卫尉少卿赵崇祚着手编选歌曲， “广会

众宾， 时延佳论”③， 其于裒集新曲极为重视， 正是为了给 “西园英哲” 提供 “阳春之曲”。
后唐同光四年， 赵崇祚随父赵廷隐驻军入蜀。 崇祚颇有学养， 能与 “尤善六书之学”④ 的林罕讨

论小学。 并且 “俭素好士”， 多与耆旧宿儒交往⑤。 从对蜀中曲子词的熟悉程度来看， 他肯定不如欧阳

炯、 顾夐等由前蜀入后蜀的一干官员， 《花间集》 中也没有他的曲子词， 但他能够 “独抒机杼之功”，
领衔 《花间集》 裒集任务， 与其显赫的家族及亲近宫廷的新贵身份密切相关。 赵廷隐墓的发掘为我们

提供了有关赵崇祚及其家庭的信实史料。 其父赵廷隐为孟昶倚重， 《花间集》 裒集之际赵家正处鼎盛

之时。 赵崇祚明德二年 （９３５） 至明德四年 （９３７） 为大理少卿， 广政三年之职是卫尉少卿， 而据房锐

考证， 其生年不早于唐昭宗天复三年 （９０３）， 则其而立之年已位居显宦⑥。 据 《唐六典》， “大理卿之

职， 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 “卫尉卿之职， 掌邦国器械、 文物之政令， 总武库、 武器、 守宫三署之官

属， 少卿为之二”⑦。 后蜀之制当去唐不远， 从赵崇祚的官职多多少少可以看出其武人家庭出身， 不过

“卫尉少卿” 之职负责皇帝祭祀、 朝会、 巡幸所用卤簿、 仪仗、 旗鼓、 笛角等， 其中自然会涉及乐舞

表演。 此外， 赵崇祚家的文化氛围也能助力其编成 《花间集》。 《北梦琐言》 记赵家宅第云：
后枕江渎， 池中有二岛屿， 遂甃石循池， 四岸皆种垂杨， 或间杂木芙蓉， 池中种藕。 每至秋

夏， 花开鱼跃， 柳阴之下， 有士子执卷者， 垂纶者， 执如意者， 执麈尾者， 谭诗论道者。 （孙光宪

撰， 贾二强点校 《北梦琐言》，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４３１ 页）
可见， 赵家是文人雅士荟萃之地， 所以赵崇祚才能 “时延佳论”。 同时， 赵家又不缺伎乐歌舞， 这由

孟昶宫廷从其家招揽伶人便可得知。 而通过赵廷隐墓出土的精美伎乐俑 （如 ［图 １］）， 也能一窥赵家

乐舞生活的多彩。 这无疑为 《花间集》 歌曲的选编试验带来方便， 所以说赵崇祚裒集的新曲经家中伎

乐演奏当是合理的推测。 欧阳炯在 《花间集叙》 中说 “唱云谣则金母词清， 挹霞醴则穆王心醉”，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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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旧唐书》： “龟兹乐……乐用竖箜篌一， 琵琶一， 五弦琵琶一， 笙一， 横笛一， 箫一， 筚篥一， 毛员鼓一， 都

昙鼓一， 答腊鼓一， 腰鼓一， 羯鼓一， 鸡娄鼓一， 铜钹一， 贝一。” （刘昫等 《旧唐书》 卷二九 《音乐二》，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 第 ４ 册， 第 １０７１ 页） 《新唐书》： “龟兹伎， 有弹筝、 竖箜篌、 琵琶、 五弦、 横笛、 笙、 萧、 觱篥、 答腊鼓、
毛员鼓、 都昙鼓、 侯提鼓、 鸡娄鼓、 腰鼓、 齐鼓、 檐鼓、 贝， 皆一； 铜钹二。”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卷二一 《礼

乐十一》，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４７０ 页）
岸边成雄在考察王建墓乐器编制时说： “就唐制而言， 在王建墓的十七种乐器外， 似还应有五弦、 都昙鼓 （或

毛员鼓）、 方响、 大鼓、 杖鼓等五种乐器。 这些乐器在王建墓中未有反映或者说在前蜀未曾被使用， 是可以得到解释

的。 五种乐器中的大鼓， 原属立部伎所特有。 自中唐至晚唐， 立部伎这种在堂下演奏的较大规模的乐舞渐呈颓势， 而

小型精炼的在堂上演奏的坐部伎则愈见兴盛， 因而在承袭了唐末俗乐的前蜀宴飨乐中， 未有大鼓。” （岸边成雄著， 樊

一译 《王建墓棺床石刻二十四乐妓》， 《四川文物》 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 按， 因岸边成雄当时未亲见王建墓出土文献实物，
所以在乐器数量判断上有误差。

欧阳炯 《花间集叙》， 赵崇祚辑， 李一氓校 《花间集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版， 第 １ 页。 后文所引 《花
间集叙》 及 《花间集》 词作均出自 《花间集校》， 不一一注出。

《十国春秋》 卷四三 《林罕传》， 第 ２ 册， 第 ６３７ 页。
马永易 《实宾录》 卷六 “忘年友” 条，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９２０ 册，

第 ３５８ 页。
关于赵崇祚及赵廷隐生平， 参见房锐 《〈花间集〉 编者赵崇祚考略》， 《中华文化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李林甫等撰， 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 卷一八，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 下册， 第 ５０２、 ４５９ 页。



西王母与周穆王瑶池饮宴之典故， 点出服务于宫廷的曲子词之清美及令人心醉的感染力。 欧阳炯梳理

歌词之作时又云 “迩来作者， 无愧前人”， 而其所称 “前人” 的代表就是为帝王宫廷创作曲词的李白

与温庭筠。 据此可知， 赵崇祚、 欧阳炯认为乐曲沦散以后， 新兴的 “诗客曲子词” 同样可以服务于宫

廷的歌乐宴饮。 所以， 我们不宜仅依据前蜀统治者溺于声色来笼统认定 《花间集》 的编选动机， 后蜀

歌舞伎乐建设对新曲子的迫切需求是其得以裒集的历史契机。

［图 １］

二　 前蜀之教训与 《花间集叙》 对 “宫体” “倡风” 的批评

后唐同光四年 （９２６） 四月， 乞降后唐的前蜀后主王衍及其宗族在行赴洛阳途中的秦川驿被屠杀。
王衍沉湎酒色， 与近臣狎亵酣饮， “男女杂坐， 亵慢无所不至”①， 其亡国殒命， 正缘于此。 由于同是

亡国之君， 加之北宋历史书写的需要， 孟昶常被认为与王衍是一路货色。 清代吴任臣在梳理孟昶史料

后称其 “劝农恤刑， 肇兴文教， 孜孜求治， 与民休息， 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 并且指出后蜀之亡，
主要是 “用匪其人”， 与前蜀之亡国原因有异②。 实际上孟昶并不荒淫③， 特别是后蜀初年图治之时，
后蜀君臣恰是将荒淫败德的王衍作为反面典型加以借鉴的。

后唐天成二年 （９２７） 三月， 尚为孩童的孟昶随母入川， 对于王衍亡国并未亲历， 其对前蜀奢靡

失国的教训当首先来自于母亲李氏的教诲。 《五国故事》 记孟昶继位之初情形：
昶尚年少， 乃与其母后同宫数年余， 遂迁新宫而居。 ……昶之母后即后唐积庆公主之从车也，

尝在并门， 累从征伐， 备历艰难， 由是颇务慈俭， 常戒昶以固福寿为怀。 而昶亦能禀之， 寝处惟

紫罗帐、 紫碧绫帷褥而已， 无加锦绣之饰。 至于盥漱之具， 亦但用银， 兼以黑漆木器耳。 （佚名

《五国故事》 卷上， 鲍廷博辑 《知不足斋丛书》，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４ 册， 第 ３６３ 页）
由此不难想象， 孟昶母亲在其执政之初对其严格教导。 母教首在戒侈靡淫逸， 并且具有持续性。 据

《玉壶清话》 云： “国母李氏有贤识， 昶在国或纵侈过度， 往往诟挞于庭。”④ 在母教的深刻影响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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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春秋》 卷四六 《韩昭传》， 第 ２ 册， 第 ６６０ 页。
《十国春秋》 卷四九 《后主本纪》， 第 ２ 册， 第 ７４３ 页。
参见张邦炜 《昏君乎？ 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文莹撰， 郑世刚点校 《玉壶清话》 （与文莹撰， 杨立扬点校 《湘山野录　 续录》 合刊） 卷四，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版， 第 ３４ 页。



于唯声色是好的王衍， 孟昶时时引以为戒。 《蜀梼杌》 广政四年 （９４１） 记云： “昶好学， 凡为文皆本

于理， 尝谓李昊、 徐光溥曰： 王衍浮薄， 而好轻艳之辞， 朕不为也。”① 孟昶还对俳优的淫靡不正之风

严格管理， “广政元年上巳， 游大慈寺， 宴从官于玉溪院赋诗。 俳优以王衍为戏， 命斩之”②。 成都大

慈寺前有市场， 每逢集市， 游人如织， 又有俳优伎艺表演。 特别是上巳日蚕市大集， “至时货易毕集，
圜阓填委， 蜀人称其繁盛”③。 孟昶为何在上巳日斩杀 “以王衍为戏” 的俳优呢？ 前人多以为俳优讽刺

王衍， 引起孟昶不满， 为维护统治者形象， 故杀之。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种理解角度： 俳优所演正是

王衍荒淫之事以博众乐， 此乃狎亵宣淫， 于社会风化大不利， 故斩之。 不仅是对于俳优， 即便是朝廷

大臣也会因佻达不端受到处罚。 广政十一年 （９４８）， 官拜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 同平章事的徐光溥

“坐以艳辞挑前蜀安康长公主”， “罢守本官”④。
另外， 从 《鉴诫录》 对王衍宫廷的批评中，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后蜀初年的文教氛围：

内臣严凝月等竞唱 《后庭花》 《思越人》， 及搜求名公艳丽绝句， 隐为 《柳枝》 词。 君臣同

座， 悉去朝衣， 以昼连宵， 弦管喉舌相应。 酒酣则嫔御执卮， 后妃填辞， 合手相招， 醉眼相盼，
以至履舄交错， 狼藉杯盘。 是时淫风大行， 遂亡其国。 （何光远 《鉴诫录》 卷七 “亡国音” 条，
《知不足斋丛书》， 第 ８ 册， 第 ３６ 页）

可以说， 孟昶初年 “戒王衍荒淫骄佚之失”⑤， 以王衍为鉴诫， 反对淫乐， 这是 《花间集》 编纂的背

景， 也正是欧阳炯在为 《花间集》 这一由后蜀官方主持编选的曲子词集作序时批评南朝 “宫体” 及

“倡风” 的动机所在。
欧阳炯 （８９６—９７１） 是蜀地文人， 前蜀时为翰林学士， 曾随王衍赴洛， 侥幸躲过屠杀。 后蜀明德

二年 （９３５） 四月， 任中书舍人， 撰写 《花间集叙》 时又为 “武德军节度判官”， 系赵廷隐副手。 欧阳

炯曾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献孟昶， 孟昶 “手诏嘉美， 赉以银器、 锦彩”⑥。 其献诗很可能发生在后蜀

初年孜孜求治之时， 当是配合孟昶施政的行为， 而其 《花间集叙》 对南朝 “宫体” 与 “倡风” 的批评

同样也是以前蜀为鉴诫的反映。
《花间集叙》 “自南朝之宫体， 扇北里之倡风； 何止言之不文， 所谓秀而不实” 数句涉及对南朝 “宫体”

及 “倡风” 的批评⑦， 此数句观点鲜明， 批评也最有针对性。 “南朝之宫体” 当是指梁、 陈宫体诗， 特别是

陈后主时期， 陈代宫体诗出现 “高潮”⑧。 陈后主 “荒于酒色， 不恤政事”⑨， 与江总、 孔范等 “狎客”
“专以诗酒为娱， 不恤国政”�I0。 《陈书》 记云： “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 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

狎客共赋新诗， 互相赠答， 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 被以新声， 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 令习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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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蜀梼杌校笺》 卷四 《后蜀后主》， 第 ３４５ 页。
《蜀梼杌校笺》 卷四 《后蜀后主》， 第 ３４０ 页。
《五国故事》 卷上， 《知不足斋丛书》， 第 ４ 册， 第 ３６２ 页。
司马光编著， 胡三省音注， “标点 《资治通鉴》 小组” 校点 《资治通鉴》 卷二八八 《后汉纪三》，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 年版， 第 ２０ 册， 第 ９４０５ 页。
《蜀梼杌校笺》 卷四 《后蜀后主》， 第 ４７１ 页。
《宋史》 卷四七九 《西蜀孟氏》， 第 ４０ 册， 第 １３８９４ 页。
贺中复 《〈花间集序〉 的词学观点及 〈花间集〉 词》 （《文学遗产》 １９９４ 年第 ５ 期）、 刘扬忠 《唐宋词流派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彭国忠 《〈花间集序〉： 一篇被深度误解的词论》 （《学术研究》 ２００１ 年第 ７ 期） 等均指

出 《花间集叙》 对 “宫体” “倡风” 的否定， 可参看。
归青 《南朝宫体诗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２９５ 页。
李延寿 《南史》 卷一○ 《陈本纪下》，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３０６ 页。
魏徵等 《隋书》 卷二二 《五行上》，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版， 第 ３ 册， 第 ６２４ 页。



之， 分部迭进， 持以相乐。”① 《隋书》 又记云：
及后主嗣位， 耽荒于酒， 视朝之外， 多在宴筵。 尤重声乐， 遣宫女习北方箫鼓， 谓之 《代

北》， 酒酣则奏之。 又于清乐中造 《黄鹂留》 及 《玉树后庭花》 《金钗两臂垂》 等曲， 与幸臣等

制其歌词， 绮艳相高， 极于轻薄。 （《隋书》 卷一三 《音乐志》 上， 第 ２ 册， 第 ３０９ 页）
流行于陈宫廷之宫体新声， 歌辞艳丽轻薄， 又由 “有容色” 之宫女歌舞并陈， 成为声色娱乐之具。
“北里之倡风”， 《史记》 言商纣 “好酒淫乐， 嬖于妇人”， “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 北里之舞， 靡靡之

乐”②； 《抱朴子外篇·崇教》 云 “濮上北里， 迭奏迭起”③。 “北里” 又指唐代长安平康坊， 乃娼家聚

居之地。 北里之乐妓与花客间的歌诗酬唱自是偏于俗俚④， “平康名妓” 赵鸾鸾所作之 《云鬟》 《柳
眉》 《檀口》 《纤指》 《酥乳》 诸诗， 也令人想见 “北里倡风” 之艳俗淫靡。 而前蜀王衍正是 “北里倡

风” 的推动者， 《鉴诫录》 记其 “或狂游玉垒， 书 ‘王一’ 于倡楼， 或醉幸青城， 溺内家于灌口”⑤；
《蜀梼杌》 也云 “衍好私行， 往往宿于娼家”， “宴怡神亭， 妇女杂坐， 夜分而罢。 衍自执板， 唱 《霓
裳羽衣》 及 《后庭花》 《思越人》 曲”⑥。 故而 《花间集叙》 对 “宫体” “倡风” 的批评， 针对的是离

其颇近的前蜀的淫艳俗曲， 而不只是距其较远的历史。
就 “言之不文” 来说， 并不是指辞藻绮丽与否， 而是指没有精心构思结撰， 也就是缺乏 《花间集

叙》 所言 “镂雕” “裁剪” 的功夫。 关于 “秀而不实” 的理解， 以往多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加以认识。
“秀而不实” 被认为是孔子痛惜颜回早逝， 未能有所成就之语， 即所谓 “秀而不实， 得无恸焉”⑦。 梁、
陈 “宫体”， 出自宫廷， 为帝王及才学之臣所作， 本有优良之质， 这应是欧阳炯以之为 “秀” 的原因。
但因其追求淫靡之娱乐， 加之梁、 陈朝国祚短暂， 君臣荒淫误国， 故被视为亡国之音。 而 “倡风” 流

行之时辅以淫逸的艳词俗曲， 自是粗俗而短命的。 所以， “秀而不实” 不是从情感、 内容角度对 “宫
体” “倡风” 的批评， 而是指其乃是亡国之音， 没有生命力。

《花间集叙》 是一份必须公开的文本， 其对 “宫体” 的批评与有唐一代的 “宫体” 认识具有延续

性。 唐初魏徵批评萧纲等 “启其淫放”， “词尚轻险”， 并云 “此风扇于关右” “流宕忘反”⑧； 李百药

同样指出 “宫体” 诗 “弥尚轻险”， “杂惉懘以成音， 故虽悲而不雅”⑨； 《周书》 也批评宫体 “以淫放

为本， 其词以轻险为宗。 故能夸目侈于红紫， 荡心逾于郑、 卫”�I0。 不难看出， 唐初史家均认为 “宫
体” 诗淫放轻浮， 声曲流宕。 唐德宗贞元时期的杜确论及 “宫体” 时说， 萧纲、 庾肩吾 “始为轻浮、
绮靡之词， 名曰 ‘宫体’。 自后沿袭， 务于妖艳， 谓之摛锦布绣焉”�I1。 与史家多联系政教风化不同，
杜确指出 “宫体” 在艺术上的不足是 “摛锦布绣”。 所谓 “摛锦布绣”， 正是指 “宫体” 文辞运用的

铺陈无节制， 缺乏 “雕镂” “剪裁” 之美， 因而流于艳俗。 由晚唐入五代的韩偓所作 《香奁集》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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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廉 《陈书》 卷七 《列传第一》，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２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１３２ 页。
司马迁 《史记》 卷三 《殷本纪》，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１０５ 页。
葛洪撰， 杨明照校笺 《抱朴子外篇校笺》 卷四，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１ 年版， 上册， 第 １６５ 页。
岸边成雄著， 梁在平、 黄志炯译 《唐代音乐史的研究》 第四章第三节 “北里之性格与活动” 对北里之乐妓、

花客有较详实的描述 （台北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版， 下册， 第 ３９９—４２０ 页）。
《鉴诫录》 卷七 “亡国音” 条， 第 ２ｂ 叶。
《蜀梼杌校笺》 卷二 《前蜀后主》， 第 １７５、 １７８ 页。
李隆基 《颜子赞》， 周绍良主编 《全唐文新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第 １ 部第 １ 册， 第 ５２０ 页。
《隋书》 卷七六 《文学》， 第 ６ 册， 第 １７３０ 页。
李百药 《北齐书》 卷四五 《文苑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２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６０２ 页。
令狐德棻等 《周书》 卷四一 《庾信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１ 年版， 第 ３ 册， 第 ７４４ 页。
杜确 《岑嘉州诗集序》， 陈铁民、 侯忠义校注 《岑参集校注》 “附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第 ４６３ 页。



中也有对 “宫体” 的认识， 此序与 《花间集叙》 在时间上相距较近①。 韩偓在序中说：
遐思宫体， 未降称庾信攻文； 却诮 《玉台》， 何必使徐陵作序？ 粗得捧心之态， 幸无折齿之

惭。 柳衖青楼， 未尝糠粃； 金闺绣户， 始与风流。 （韩偓 《香奁集序》， 《香奁集》， 毛晋汲古阁刻

本， 第 １ａ—１ｂ 叶）
“未降” “何必” 明显可见其对庾信、 徐陵的轻蔑与不屑②。 韩偓以西施 “捧心之态” 与谢鲲 “折齿之

惭” 两个典故对比， 前者美妍， 而后者轻佻； “柳衖青楼” 与 “金闺绣户” 之比同样是强调俗、 雅之

别。 因此韩偓强调其 “香奁诗” 不同于宫体， 这些诗歌 “在士大夫口”， 绮美而不艳俗， 符合士大夫

审美格调。 可以说， 《花间集叙》 对 “宫体” 诗 “扇北里倡风” 及 “言之不文” 的批评与韩偓对宫体

诗的认识具有一致之处。 此外， 后蜀监察御史韦縠编选的 《才调集》 也可与 《花间集》 联系观照③。
韦縠主张所选之诗 “韵高而桂魄争光， 词丽而春色斗美”④， 此集将白居易 《秦中吟》 十首置于卷一，
似能标榜讽喻， 实则选温、 韦之诗颇多。 《四库全书总目》 称其于 “五代文敝之际”， “取法晚唐， 以

秾丽宏敞为宗， 救粗疏浅弱之习”⑤。 概而观之， 《花间集》 与 《才调集》 这两种诞生于后蜀的诗词选

本在追求绮美文雅的审美宗尚上也有相近之处。
作为服务于歌舞伎乐的歌词集， 《花间集》 的编选自然会摒弃淫俗， 崇文尚雅， 要与 “宫体” “倡

风” 严格区分。 但由于孟昶小王朝短命而亡， 加之花间词与 “宫体” “倡风” 之诗在题材及娱乐功能

上有相似之处， 后蜀 “声乐” 再次与政治联系起来。 赵匡胤灭后蜀， 招欧阳炯演奏乐曲， 遭到御史中

丞刘温叟抨击： “禁署之职， 典司诰命， 不可作伶人之事。” 赵匡胤答曰： “朕尝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
炯至宰司尚习此技， 故为我所擒。 所以召炯， 欲验言者之不诬也。”⑥ 两朝君臣对待曲子词的态度大不

相同， 孟昶朝臣纂编 “诗客曲子词”， 以供 “西园英哲” 之用， 而赵匡胤君臣则戒 “伶人事”。 若将二

人换位， 则肯定不会有 《花间集》 之裒集， 而曲子词将如何发展， 也只能打上历史问号！

三　 “诗客曲子词” 创作的勃兴

陆游跋 《花间集》 时曾说： “唐季五代， 诗愈卑， 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⑦ 的确， 文人曲子词的

兴起是唐季五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史现象。 欧阳炯在 《花间集叙》 中说赵崇祚 “拾翠洲边， 自得羽毛

之异； 织绡泉底， 独抒机杼之功”。 《花间集》 的裒集恰逢 “诗客曲子词” 创作勃兴之时， 这为赵崇祚

鉴选出歌谐辞美的理想杂曲子词提供了词作文本上的保障。
晚唐时期， 杂言曲子词相较之前有了迅速发展， 这是曲子词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田安曾统计

唐代曲子词杂言比例的变化： 晚唐之时， 杂言曲子词比例已高于 ８０％， 完全摆脱了对近体诗的依赖⑧。 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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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在庆 《韩偓 〈香奁集〉 和 〈香奁集序〉 撰成时间探赜》 一文认为 《香奁集序》 撰写 “最早在后梁开平四年

（９１０）” （《厦大中文学报》 第 ６ 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参见吴冠文、 章培恒 《〈玉台新咏〉 撰人讨论的几个遗留问题》 （《复旦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一文对 “遐

思” 两句的解读。
关于 《才调集》 编选的时间， 陈尚君先生认为 “此集编成当在广政中后期” （参见陈尚君 《唐人编选诗歌总

集叙录》， 《唐诗求是》，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下册， 第 ６６３ 页）。
韦縠 《才调集叙》， 傅璇琮、 陈尚君、 徐俊编 《唐人选唐诗新编》 （增订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９１９ 页。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八六，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版， 下册， 第 １６９１ 页。
《宋史》 卷四七九 《西蜀孟氏》， 第 ４０ 册， 第 １３８９４ 页。
陆游 《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 卷三○ 《跋花间集》， 中国书店 １９８６ 年版， 上册， 第 １８６ 页。
此为田安据张璋、 黄畲编 《全唐五代词》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对晚唐曲子词使用 “杂言韵文” 的情

况进行考察的结果 （参见 《缔造选本——— 〈花间集〉 的文化语境和诗学实践》， 第 ４１—５１ 页）。



词杂言比例提高， 首先是因为文人曲子词对传统教坊旧曲的扬弃。 游历蜀中的孙光宪曾记前蜀黔南

（州治在今重庆彭水） 节度使王保义之女 “梦异人” 所授乐曲一事， 其云：
王蜀黔南节度使王保义， 有女适荆南高从诲之子保节。 未行前， 暂寄羽服。 性聪敏， 善弹琵琶，

因梦异人， 频授乐曲。 ……其曲名一同人世， 有 《凉州》 《伊州》 《胡渭州》 《甘州》 《绿腰》 《莫
靼》 《项盆乐》 《安公子》 《水牯子》 《阿滥泛》 之属。 凡二百以上曲。 所异者， 徵调中有 《湘妃怨》
《哭颜回》， 常时胡琴不弹徵调也。 （《北梦琐言逸文补遗》 “王氏女” 条， 《北梦琐言》， 第 ４５３ 页）

剔除故事的神异色彩， 可以看出前蜀之时， 唐代教坊旧曲仍流行于西蜀， 而这些曲调所作曲词仍为齐

言绝句体。 如 《水牯子》 一曲， 据 《唐声诗》 即 “水鼓子”， 《乐府诗集》 “近代曲辞” 所录此曲歌辞

正是七言绝句。 然而我们发现这些传统曲调， 在唐季五代杂言曲子词中并未使用。 此外文人杂言曲子

词的创作还体现出对 “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① 的抛弃， 《教坊记》 中所载 《柳青娘》 《别赵十》
《煮羊头》 《唐四姐》 《黄羊儿》 《措大子》 《醉胡子》 《麻婆子》 《剌历子》 《剉碓子》 《胡攒子》 《唧
唧子》 《大宝》 《大姊》 等 “里巷鄙俚之曲”② 不见于花间词人的创作， 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炯在 《花间集叙》 中说： “杨柳大堤之句， 乐府相传； 芙蓉曲渚之篇， 豪家自制。 莫不争高

门下， 三千玳瑁之簪； 竞富樽前， 数十珊瑚之树。” 这里实际上指出了晚唐五代不同类型曲子词并存的

情形。 一类是 “乐府相传” 者， 即延续传统乐曲倚声填词， 其中包括文人齐言曲子词与高度服从传统

乐曲要求的一般杂言曲子词。 如 《花间集》 中有三十多首按照 《杨柳枝》 《竹枝》 《浪淘沙》 《八拍

蛮》 等传统曲调填词的齐言曲子词。 另一类是 “豪家自制” 者， 即不被旧曲捆缚， 敢于对乐曲进行革

新创制， 并对歌词加以雕镂裁剪， 体现了真正的 “诗客曲子词” 本色。 从唐季五代文人的创作来看，
他们多能驾驭多种曲调创作杂言曲子词。 据 《花间集》 可知， 韦庄四十八首词， 用二十调； 张泌二十

七首词， 用十三调； 毛文锡三十一首词， 用二十二调； 孙光宪六十一首词， 用二十五调； 鹿虔扆六首

词， 用四调； 阎选八首词， 用五调； 尹鹗六首词， 用五调。 并且在创作时， 他们积极创制新曲调， 如

韦庄自创九调， 改造五调； 毛文锡自制十三调； 欧阳炯创制五调； 尹鹗自创三调。 在他们创制的词调

中， 《杏园芳》 《月宫春》 《接贤宾》 《赞成功》 等七调仅见于这一时期， 由此也可见这些 “诗客” 在

自制新调上的努力与能力。 而唐人所用的 《杨柳枝》 《渔歌子》 《何满子》 《离别难》 等， 到了五代词

人手中也被改造为新的曲调。 如 《渔歌子》 一调， 系唐教坊曲， 单调始于张志和， 二十七字， 五句，
四平韵， 此一体式在五代和凝、 欧阳炯、 李珣处易名为 《渔父》， 而魏承班、 顾夐、 李珣、 孙光宪名

为 《渔歌子》 的曲子词已与张志和 《渔歌子》 体式完全不同， 纯粹成为新曲调。 魏承班 《渔歌

子》 云：
柳如眉， 云似发。 鲛绡雾縠龙香雪。 梦魂惊， 钟漏歇。 窗外晓莺残月。 几多情， 无处说。 落

花飞絮清明节。 少年郎， 容易别。 一去音书断绝。 （《花间集校》， 第 １９６ 页）
变为双调， 五十字， 前后段六句， 四仄韵 （入声韵）， 在内容上也改易渔父隐居之意， 变为一首闺怨情

词。 另有 《何满子》 一调， 唐末薛逢所作仍为五言绝句， 和凝所制曲词则为六句， 三平韵， 三十六、 三

十七字两种小令体式； 而尹鹗所作则为双调， 七十三字， 前后段各六句， 三平韵； 毛熙震所作又有双调七

十四字体。 五代词人不仅改造、 创新小令曲调， 他们还对杂言 “中调” 的创制充满兴趣。 特别是欧阳炯、 薛

昭蕴、 尹鹗三人共创中长调十一调， 占据唐五代中长调三分之一， 如欧阳炯 《凤楼春》 （七十七字）， 薛昭

蕴 《离别难》 （八十七字）， 尹鹗 《秋夜月》 （八十七字）、 《金浮图》 （九十六字）。 欧阳炯 《凤楼春》 词云：
凤髻绿云丛。 深掩房栊。 锦书通。 梦中相见觉来慵。 匀面泪脸珠融。 因想玉郎何处去， 对淑

景谁同。 小楼中。 春思无穷。 倚阑颙望， 暗牵愁绪， 柳花飞起东风。 斜日照帘， 罗幌香冷粉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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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 卷三○ 《音乐三》， 第 ４ 册， 第 １０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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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零落， 莺语残红。 （《花间集校》， 第 １０６ 页）
此调句式多变， 三、 四、 五、 六、 七字句参差使用； 意群也变化多端， 收结奇偶交错， 词人积极追求

句式、 意群的复杂组合， “开了宋词中长调复杂组合的先河”①。 另如薛昭蕴 《离别难》：
宝马晓鞴雕鞍。 罗帏乍别情难。 那堪春景媚。 送君千万里。 半妆珠翠落， 露华寒。 红蜡烛。

青丝曲。 偏能钩引泪阑干。 良夜促。 香尘绿。 魂欲迷。 檀眉半敛愁低。 未别。 心先咽。 欲语情难

说出。 芳草路东西②。 摇袖立， 春风急。 樱花杨柳雨凄凄。 （《花间集校》， 第 ５３—５４ 页）
此调多用三字句， 以平韵为主， 句句押韵， 平仄夹协， 上下片换韵， 片中又夹仄韵。 全词韵部多变， 鞍、
难、 寒、 干为一韵， 媚、 里为一韵， 烛、 曲、 促、 绿为一韵， 迷、 低、 西、 凄为一韵， 别、 咽、 出、 立、
急为一韵， “共五部韵， 交互错杂， 最为少见”③。 平声韵与上、 去、 入声韵错杂， 其促节拗抑与缱绻离

情很好结合， 局部既富于变化， 又实现了声情谐美。 这些杂言曲子词正是欧阳炯所言 “无愧前人” 之作。
唐季五代 “诗客曲子词” 中同调杂曲子词在体式上变动不居的现象非常明显。 论者以敦煌曲子词

格律为参照， 来考察 《花间集》 中的同调异体之作， 指出花间词 “大部分词调已经发生变格或混乱”，
花间词体式具有不稳定的特征。 并且认为花间词某些词调的 “迷乱” “也是一个颇值深思的有趣现

象”④。 诚如论者所言， 某些敦煌曲子词格律上确实存在较花间词更为稳定的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现象？ 窃以为这与 “诗客” 们创作曲子词对乐曲的突破有关。 花间词体式的诸多 “变格”， 正是

“诗客” 们敢于突破乐曲之曲度节奏的体现， 不像敦煌曲子词中文人词那般完全受制于乐曲的规定性。
如 《木兰花》 一调， 敦煌曲子词一首见于 Ｓ. ３２９ 卷， 词云：

十年五岁相看过， 为道木兰花一朵。 九天远地觅将来， 移将后院深处坐。 　 　 又见蝴蝶千万

个， 由住尖良不敢坐。 傍人不乃苦项须， 恐怕春风斩断我。 （任半塘编著 《敦煌歌辞总编》 卷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上册， 第 ５３８ 页）⑤

此调韦庄所作上片第三个七字句破作两个三字句， 并且将下片换韵； 魏承班所作则将上片一、 三句都破

为两个三字句， 下片不换韵； 毛熙震所作则上下片第一、 三句均破为三字句， 下片不换韵， 毛词如下：
掩朱扉， 钩翠箔。 满院莺声春寂寞。 匀粉泪， 恨檀郎， 一去不归花又落。 　 　 对斜晖， 临小

阁。 前事岂堪重想着。 金带冷， 画屏幽， 宝帐慵熏兰麝薄。 （《花间集校》， 第 １８７—１８８ 页）
将一个七言句破为两个三字句， 自然是会对乐曲产生影响， 但是这样的改变对于这些 “诗客” 而言，
应该不是着力重点， 文学上的需求应当更强。 两个三字句在写景、 写人、 叙述、 抒情上都较一个七字

句有更丰富的空间， 这是 “诗客曲子词” 产生 “变格” 之因。 “诗客” 们对乐曲改制创新， 其目的不

仅是使乐曲变化多姿， 更在于为情感抒写服务， 进而增强曲子词的文学性能。
强化文学性是 “诗客曲子词” 的重要追求。 在兼顾乐曲美之外， “诗客” 们的创作还追求 “清绝

之辞”， 即在下语用字时有雕饰， 在情意表达上有精思， 提升文辞的艺术表现力， 做到精美雅致， 实现

“拟化工而迥巧” “夺春艳以争鲜”， 彻底改变曲子词 “言之无文” 的面貌。 我们认为与 “宫体” 诗相

比， 花间词更具抒情境界， 特别是提升了艳情书写的审美层次。 沈松勤先生曾以温庭筠 《菩萨蛮》
（宝函钿雀金 ） 词为例， 指出此词 “在语体及表情达意上”， 较宫体诗而言， “深曲而不失圆润明

·７９·

《花间集》 的诞生

①

②

③

④

⑤

金志仁 《唐五代词创调史述要》， 《海萤轩诗词曲论稿》， 北岳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６２ 页。
关于此处句读一直难有定论， 今多作 “未别心先咽， 欲语情难说。 出芳草， 路东西”。 此从 《花间集校》。
夏承焘、 吴熊和 《怎样读唐宋词》，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７ 年版， 第 ５９ 页。
汤涒 《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２２７、 ２２０ 页。
此词原失调名， 任半塘编著 《敦煌歌辞总编》 卷二称其 “咏调名本意， 可能为始辞”， 并将其与欧阳炯 “儿家

夫婿心容易” 一首比较， 称欧阳炯词颇受其影响。 汤涒经过考察认为该 “失调名曲子词应该是唐 《木兰花》 的始辞和

正体”， 并据该词所在写本的题记推测此词的 “抄写最迟当在唐昭宗景福二年 （８９３）” （《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
第 ２６０、 ２５９ 页）。 此词文字从汤著。



艳， 隐微却不失婉转流丽”①。 另如鹿虔扆 《思越人》：
翠屏欹， 银烛背， 漏残清液迢迢。 双带绣窠盘锦荐， 泪侵花暗香消。 珊瑚枕腻鸦鬟乱。 玉纤

慵整云散。 苦是适来新梦见。 离肠怎不千断。 （《花间集校》， 第 １７１ 页）
此词写女子长夜思念情人。 词中密集运用 “翠屏” “银烛” “绣窠” “锦荐” “珊瑚枕” “鸦鬟” “玉
纤” 等词， 可谓摛藻秾丽。 词人善于借物写情， “双带” 二句写锦席上的盘绣团花 “花暗香销”， 真是

巧思妙想， 而写团花， 又实是女子青春暗销的写照。 下阕写女子慵懒之 “乱” “散”， 同样是写其内心

的苦闷郁结。 末二句写美好梦境的破灭， 更加增添了现实的无尽痛苦。 全词艳而情深， 不落艳俗， 这

自然是词人精心结撰的结果， 正如论者所云： “辞熔句冶， 镂玉镌金”②。 可以说花间词的艳情是被审

美化了， 也正因此， “艳科” 才会成为 “词” 文体的特性， 并广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 如北宋李之仪

即称赞 “ 《花间》 所集” 以 “韵” 胜， 称其 “语尽而意不尽， 意尽而情不尽”， 主张 “专以 《花间》
所集为准”③。 之所以能有如此深刻的影响， 原因就在于对士大夫而言， 《花间》 词之 “艳情” 能使其

获得当下人生的审美感知。 此外， 像近体诗中成熟的景、 情关系处理， 在 “诗客曲子词” 中也已取得

很大进展。 如上引欧阳炯 《凤楼春》 结句 “海棠零落， 莺语残红”， 薛昭蕴 《别离难》 结句 “樱花杨

柳雨凄凄”， 都是以景结情， 极为隽美， 令人惘然不尽。
至后蜀广政初年， 以文学性为核心的 “诗客曲子词” 已然勃兴， 它们在音乐与文辞上均能满足卫

尉少卿赵崇祚的审美需求。 肖鹏将 《花间集》 视作艳情歌词选， 但又强调其 “选型的特殊性”， 他说：
“这确实是个意外， 选歌选出了文学个性， 选成了 ‘ 《花间》 体’， 成就了一个充满宗派意味的选派之

卷。”④ 实际上， 这并不是个 “意外”， 而是编选者有意鉴选曲子词的结果。 正如陈匪石所言： “ （《花
间集》） 甄选之旨， 盖择其词之尤雅者， 不仅为歌唱之资， 名之曰诗客曲子词， 盖有由也。”⑤

要而言之， 后蜀初年伎乐建设对新曲新词的迫切需求， 是 《花间集》 诞生的历史契机； 孟昶执政

之初对前蜀王衍淫乐失国的鉴诫是 《花间集叙》 批评 “宫体” “倡风”， 以及 《花间集》 裒集尚雅黜

俗的背景语境； 而唐季五代勃兴的 “情真而调逸， 思深而言婉”⑥ 的 “诗客曲子词”， 则是 《花间集》
得以编选成功的文本基础。 《花间集》 首次对 “诗客曲子词” 加以汇集， 其诞生是曲子词发展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 《花间集》 的编选体现了对 “诗客曲子词” 的维护与推尊， 而 《花间集叙》 以 《阳春》
《白雪》 自况新曲子词， 强调新曲子词辞精、 调美与律谐， 在理论上引领曲子词走上了文士雅化之路，
为 “词” 这一新兴文体在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 杨传庆，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发表过论文 《词学史上的东坡艳词批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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